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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江南的游击队（二）
韩祥林

1940年4月20日前后，谭震林率领50余名干部，陆续到达常熟董浜。4月23日，谭震林召开坚持东路斗争的部分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宣布东路军及委员会的成立。谭在会上指出，当前东路地区的斗争任务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群众运动，巩固扩大抗日部队，以苏、常地区为基地，东出昆（山）、嘉（定）、太（仓），西入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扩大东路抗日阵地，在此基础上，再向东、向南发展，一直发展到淞沪、沪杭、苏嘉三条铁路沿线，直达海边，在这一区域内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
此次会后，首先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称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简称“江抗”）。由谭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化名王耑）任副司令，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起（化名吴铿）任政治部副主任。将原“新江抗”和“民抗”的部队统一编组为“江抗”第一、二两个支队。又将“民抗”的教导队，改组为“江抗”东路指挥部的教导队，之后再扩编成“教导大队”，以积极培养军、政干部，加强军队建设。
同年4月，江苏省委增派了赵秀英（女）、吴达人（顾准）等同志充实“江南特委”领导。同时将“江南特委”改组为“江苏省京（南京）沪线东路特别委员会”（东路特委）。原特委书记林枫调走，改由张英担任。5月江苏省委将东路地区的党的组织正式划归东路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

5月下旬，江苏省委再将原属省委领导的浦东、青浦、昆山、嘉定等地的游击部队，先后移交给“江抗”统一指挥。“江抗”遂即将昆山、青浦的部队和嘉定外冈游击队以及常熟东塘市的常备队，合并组建为“江抗”第三支队。对于浦东部队，“江抗”派干部增强它的领导，并组织浦东部队的领导同志来“江抗”活动中心地区参观学习，还抽调浦东部队干部至“江抗”教导大队受训学习。
东路党的工作，也改变了前一时期秘密工作的工作作风，着手大刀阔斧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上来。它的工作中心在于粉碎敌人扫荡，肃清汉奸土匪，建立民主政权，开展群众运动，建立农、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建立群众武装，扩大主力部队。在东路地区公开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公开宣传“江抗”和“民抗”都是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在1940年的5月里，东路特委及时制定了《坚持东路抗战的十大工作纲领》，积极向群众宣传，掀起了一个奔腾向前的抗日热潮。
党的工作方式转变后，苏、常地区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职工、农民、商民、妇女、青年、教师、医师、渔民、宗教等各界抗日协会纷纷建立起来，各个抗日协会积极开展识字班、文艺宣传队，以及做军衣、军鞋等拥军劳军活动。还曾发动万余群众，破坏沪锡公路中常熟古里至太仓直塘一段公路，迫使敌人一时在常熟太仓之间无法通车。在苏、常地区又掀起扩军、参军热潮，各乡也都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有许多青年又踊跃报名参加区常备队，区常备队的战士则要求离乡参加主力部队。
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强调要积极寻找战机，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游击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东路指挥部成立不久，就进行了北港庙、站浜大风湾等多次战斗，杀伤敌人，保存自己。同时还对伪军开展工作，争取他们逐步转变态度，能有悔改立功表现。浒浦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港口，对浒浦伪军做了争取工作后，使我们上海与常熟之间往来方便不少，还曾购得一批枪支弹药。有些据点的伪军，则多方向我提供情报和为我方人员通过封锁线提供便利。
同年8、9月间，常熟、苏州两县各自召开了人民抗日自卫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常熟和苏州两县人民抗日自卫会。这一由民主产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两县又民主产生了区、乡、村级自卫会基层组织。随后县自卫会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诸如婚姻条例、禁烟（鸦片）、禁赌条例、公安条例、民刑条例、粮食运输和缉私等条例，使地方治安和人民人身权利得到保障，保证了敌后抗战的顺利开展。同年7月，原太仓工委改成县委，并着手筹组太仓县的各界抗日联合会。至此，苏、常、太地区一个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上形成了。
当时在常熟西部，有着一支挂着“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三纵队”番号的国民党乐三、乐四和赵北部队，他们屡次侵犯我军活动地区，抢劫人民财产，专事与我摩擦。6月下旬，我“江抗”部队主动出击，将这股欺压人民的武装击溃，从而打开了江抗西进澄、锡、虞地区的通道。使苏、常、太和澄、锡、虞两个地区连接了起来。同年8月，“江抗”又组建了“江抗”第4、5、6三个支队，至1940年9月澄、锡、虞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我军控制，创建澄、锡、虞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条件趋于成熟。
1940年10月，“江抗”东路指挥部即以苏、常、太西移至澄、锡、虞地区活动。11月上旬“江抗”举行成立一周年大会，谭震林在大会上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他指出控制江阴、无锡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会后东路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要“向东”、“向南”、“向着太湖、淀山湖”、“向着大上海”、“向着一切敌人占领的区域”前进！
此时在我活动周边地区，从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甚至暗中勾结日伪，对我威胁最为严重的，还有胡肇汉和马乐鸣两支部队。马部活动于常熟杨园、练塘一带，人枪400，对地方作恶多端。12月5日，该部向我“江抗”发动进攻。10日我方回击，将其击溃，马部被我消灭。盘踞在阳澄湖地区的胡肇汉部，亦遭我“江抗”进剿打击，气焰亦稍收敛。于是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暂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为发展胜利形势，“江抗”由澄、锡、虞再向澄锡公路以西推进，并将澄（江阴）西、丹（阳）北的地方武装，于1940年11月上升为“江抗”第7支队。使澄、锡、虞与丹北地区连成一片，并控制了申港等长江重要渡口，接通了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1940年底，锡（无锡）南常备队正式成立，1941年3月，该部扩建为“江抗”太湖游击支队，建立了通往茅山地区的交通线。在皖南事变中，接应了新四军的突围人员。
1940年冬，“江抗”淞沪游击纵队亦恢复了青（浦）东地区工作，开辟了昆（山）南淀山湖地区，发动群众建立起一支抗日自卫队。1941年3月正当淞沪游击纵队与浦东部队准备在松江天马山会合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等千余人进犯淀山湖地区，3月12日袭击了青浦谢石关村，驻于该村的我淞沪游击纵队遭受重大损失，纵队参谋长周达明等壮烈牺牲，原定连通浦东、浦西地区的计划未能实现。淀山湖地区的抗日斗争转入隐蔽。

时至1941年6月，日寇发动甬（宁波）绍（兴）战役，浙东沦陷。我浦东部队奉命先后七批南渡杭州湾，进入浙东“三北地区”（镇海、余姚、慈溪三县北部）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以及发展成为以四明山为活动中心的新四军浙东纵队，并派短枪队返回浦东依靠群众，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
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迅速形成以他为首的强有力的党的核心领导，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方针，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初步形成了以苏、常、太、澄、锡、虞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这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特委文印工作亦曾承担了如下任务：
1940年谭震林同志到了东路后，为加强部队建设，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文件，交由我们油印数十份。我和吕进两人认真地刻写油印，完成了这一任务。
为打开东路局面，部队急需军用地图。当时部队使用的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陆地测量局绘制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图上对城镇、村落、河流、道路等绘制得相当详细，基本上能使用军事需要。但我们不能幻想国民党政府会按照我们的需要向我们增发地图，只能靠我们自己翻印。于是我和吕进接受了部队交给我们油印复制军事地图的任务，每张地图都用两张蜡纸刻好，印刷时拼接而成。油印时，因不能使用油印机，我们就改用手工操作，先将第一张蜡纸覆盖在空白的桃林纸上，然后用刷子蘸了油墨，在蜡纸上均匀地印刷，先印好半张地图后，再印另一半。在印另一半时，仔细将接缝对齐，这样把一张地图完整地油印出来。这种“土办法”，在时过几十年后，当年的特委秘书长翁迪民曾赞誉此举为：“在困难条件下，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为采购翻印地图用的桃林纸，1940年底吕进同志主动提出亲赴常熟城里购买。我们住宿的这家房东，他的女婿有船常跑常熟城里做粮食生意。吕就搭乘进城，买好纸张乘原船回程，途径昆承湖时，突遭土匪抢劫，将全船劫持至一个村内。之后该匪又被国民党马乐鸣部俘虏。马部与土匪一样，同样要向被劫持人勒索钱财才能放人。吕被劫持后，因他没有暴露新四军的身份，经组织上花钱，通过房东女婿关系，将吕赎回，吕与全船被劫群众一起释放回来。此事不久，国民党马乐鸣部亦被我“江抗”击溃。
横泾、东塘市一带，均属水网地区，我们生活在这里，也就学会了划船、摇船技术。我和吕进常借房东家小船，自己划船去东塘市采购物资，比较方便。在初学划船时，只顾用力，不会掌舵，小船只在河里打转，无法前行。初学摇橹，亦因用力不当，船橹会与船上轴心脱开浮起，同样不能使船行进。经过多次练习，才逐步掌握划船、摇橹技巧，这点技巧，生活在河网地区相当实用。
1940年末、1941年初，我和吕进移住在常熟昆承湖东的滃上地区。期间吕进又一度借调给“江抗”参谋处继续翻印军用地图，留下我一人住在滃上地区的农民家里。那时适逢春节，滃上地区农民具有与众不同的“吃年萝卜”的风俗，即在阴历正月半前，村里农民家家都要邀请同村人去吃饭，逐家轮流。因为我搭伙在农民家里也就随着去各家吃饭，直到正月半为止。
滃上地区还有一个奇特的风俗，阴历过年几乎家家都做“团子”。在阴历正月初一至初三的三天里，尚未出嫁的姑娘可以抛头露面地去村内外“讨团子”，非常大方，不用含羞。姑娘们的这种活动，主要目的在于相亲，观看自己中意的小伙子。
当年，常熟农民不分男女，普遍腰间围着一条很长的蓝布“作裙”，一般都是用自织的土布为衣料。大概这与水网地区有关，那里的农民出门几乎都要用船，冬天还要用船在河里罱泥，储作明年春耕用的肥料。围了长裙，无论摇船、撑船或者罱泥，都不至于打湿衣裤。我和吕进生活在这样环境里，也入乡随俗，穿戴与当地农民一样，冬天戴着毡帽，身上也围蓝布长裙，还得学用常熟语言，尽量与群众打成一片。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1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顽固派集结大量兵力，在我新四军军部率部奉命北移途中，发起突然袭击，我军遭受重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部队损失8000余人，只有少量干部和战士突出重围，回到新四军来。消息传来，我东路军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无不气愤，一致谴责国民党顽固派这样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在我新四军军部被袭后，国民党顽固派随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污蔑我新四军为叛军。为了坚持抗战击退这股反共逆流，我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国民党顽固派要取消新四军，我党则公开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委任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并将我党领导的所有在华中地区的部队（包括南下华中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七个师，新建的新四军军部于1941年1月25日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归中共中央军委领导。
2月18日，中央军委下令，将苏南地区我党领导的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由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下辖十六、十八两个旅，沪宁铁路以南茅山等地区的部队编为十六旅，沪宁铁路以北的部队编为十八旅。3月中旬，由“江抗”东路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的六师十八旅正式宣告成立，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张英。十八旅下辖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三个团。从此江南东路的部队，不再使用“江抗”的名称，而是鲜明地亮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光荣的新四军的旗帜，坚持在江南敌后，开展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未完待续）
2014年6月7日

怀念抗日烈士安官舅舅
徐学渔
安官舅舅成为抗日烈士时，我尚在童年时代，直接知道的较少。只是在以后陆续听到亲戚间转述。他是受到唐华姨丈的教育与指引后，参加浙东四明山地区新四军第三、第五联合支队的。参加革命后，屡建奇功，不幸在一次行动时被日寇逮捕，日寇用尽各种软硬手段想迫使他叛变，供出新四军内部机密，但总是无济于事。最后绑在大树上，被日寇豢养的警犬活活咬死。

可敬的安官舅舅，安息吧！你的外甥没有辜负你的期望：1949年9月，在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踏着你的足迹，奋勇前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负苦难

——读《悲愤的生日》有感

管继英

读了近日发表在《鹤发情怀》上的《悲愤的生日》，引起我强烈的共鸣。郑裕硕老师在文中叙述了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所见所闻，控诉日寇当年犯下的侵略罪行——陷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介绍的那首《松花江上》歌词，催人泪下，发人深省。面对现实，难道我们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能容忍日本右翼势力赖账、容忍安倍之流重温旧梦再来侵略我们吗？郑老师在文末对他们的罪恶图谋和行为进行了彻底揭露，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随时准备给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文中还提到当年传颂的抗日英雄胡阿毛，他在被迫开车为日寇运送军火的路上不惜牺牲自己，勇敢地冲进黄浦江，淹死四个鬼子兵，还沉没一车军火。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值得我们永远传颂。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双先”代表大会上，号召我们要做好关心教育下一代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要不忘历史，面向未来，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依法治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敞车上

——难忘的1948之一

管继英

天上没有几片云，套环的月亮发出暗淡的光，微风吹拂着初春的原野，这是元宵节的前一夜，我从蚌埠搭上来自徐州开往浦口的列车。有钱没钱，我一向不愿做头、二等车上的旅客，不过搭慢车，这还是第一次。
车上挤满了衣衫褴褛的人，除了鸡、鸭、锅、碗、破篓、木棍之外，他们之中很少带有行李的。听他们谈话的口音，大都是来自苏北的难民。

开车后，声音渐渐静下，大家紧偎在车厢打盹，风虽然冲大了，但尚未受到冷的威胁，只是两条腿麻木得不能动；以往在车上练成的防“碰腿”的本领，在这里都作废了。若不是太拥挤，我想不会有人故意靠拢我的。
“呜……呜……”的一声长鸣，朦胧中知道要到站了，猛然一个粗大的语音：“起来！把货物搬上去！”车厢里骚动起来，我惊异地睁开了眼，没有看清吆喝的人，只听见一片哀求：“官长！挤不下了。”
“操你妈！我也买票了，搬！”
一阵混乱，车厢里货压人，人踏人的哭喊、呻吟、叹息，夹杂着“咯！呱！”的鸡鸭叫，我挣扎着，好一会儿的窒息，才似站非站地站起，便瞥见一个嘴叼车票肩挂鸡鸭的老汉滚下车去。一片尖叫，车轮跟着响了，隐隐地还听见那老汉在哭诉：“不讲理！不讲理！”
我忿恨地掉转头来，眼前显现着两个戴礼帽的人影，定睛一看，近的一个围在大衣里正发睏，另一个穿军衣的正抽烟。这时我无意中脱下手套，忽然被一只冰冷、抖动的东西拉着，马上我意识到那是一只手，我正要挣开，一低头，原来是一位面色枯黄的中年妇女，抱个约摸3岁的孩子，情急中向我求援说：“快帮我抱下孩子，我快被挤下去了。”我顺手接过尚在沉睡的孩子——孩子是意外的轻，她慢慢从车边站起。停了片刻，便在车厢里找定一块隆起的空位，刚一抬脚上去，抽烟的家伙怒吼起来：“压坏了货，你赔！”她慌忙缩回原处，对我苦涩一笑；这局面太难堪了，真不知如何是好，身边的人还要哀哀逼我：“大小姐！你帮俺讲个理吧！实在压的受不了。”我陷入极度不安中，耳际仿佛响起同伴的歌声：“这是人民的世纪！……”我鼓起勇气，跨上货堆，意外的，那人神气十足地斜看我一眼，轻轻地扔了烟头，没做声。
“再上来几个！”我喊着。
车厢里又是一阵骚动，静下后，只听见方才咆哮过的家伙在嘶哑地唱着：“相思恨绵绵…”
2月26日写于江湾
附注：这篇尘封多年的作品在我88岁米寿即将到来之际得以作为我“难忘的1948”首篇面世，多亏上海图书馆文献阅览室王老师的大力协助，终于在《时代日报》1948年3月2日（星期二）第三版找到，在此我要向王老师表达我的谢忱和由衷的敬意。
从费冠卿不肯做官谈起
——读史札记之四
吴世常
唐代诗人费冠卿，字子军，安徽池州青阳县人。早年流寓长安十年，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登进士第，适逢其母病逝。乃叹曰：“干禄养亲，得禄而亲去，何以禄为！”，遂归隐于九华山。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其孝节，诏拜右拾遗（掌供奉讥谏事——采录遗逸事跡，纠正别人过错），不肯就职，并作《不赴拾遗召》以明示：“君亲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处老。也知臣子合佐时,自古荣华谁可保。”费冠卿不肯做官的言行，赢得了当时和后世人们的赞赏和怀念。如姚合（约公元782-846年）在其《寄九华费冠卿》中就写道：“逍遥缯缴外，高鸟与潜鱼。阙下无朝籍，林间有诏书。夜眠青玉洞（一作“幽石洞”），晓饭白云蔬。四海人空老，九华君独居。此心谁复识，日与世情疏。”又如杜荀鹤（公元846-904年）在其《经九华费征君墓》中，更是洋溢着仰慕之情：“凡吊先生者，多伤荆棘间。不知三尺墓，高却九华山。天地有何外，子孙无亦闲。当时若征起，未必得身还。”
在中国古代，终身不仕或辞官归隐的文人，还有很多。春秋时楚人接舆，见楚王政令多变，便佯狂不仕，时人称为楚狂（《论语·微子》）。汉宣帝时，疏广与其侄疏受分别为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极为荣耀；但疏广对疏受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于是叔侄俩主动告老还乡，众人赞誉他们是“贤达聪明”（《汉书·疏广传》）。东晋书法家、文学家王羲之，曾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不和，乃辞官定居会稽山阴，并在其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做官（《晋书·王羲之传》）。南朝梁陶弘景，满腹经纶，隐居于句容县句曲山（今江苏茅山），梁武帝多次礼聘，他就是不肯出仕，国有大事，只好前去咨询，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南史·隐逸传》）。宋文学家、道学家邵雍，刻苦为学，自建安乐窝，耕稼自给。仁宗嘉祐中、神宗熙宁中诏求遣逸，授将作监主簿及补颍州团练推官，都不应召（《宋史》卷四二七）。明文学家、书画家唐寅（字伯虎），会试时受科场舞弊案牵连下狱，被革黜功名后，遂绝意仕进，致力于书画，过着“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五）。足见不肯为官，自愿退隐者，可说是层出叠见，代有传人。
然而，自从孔子倡导“学而优则仕”，特别是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度以后，学优则仕，读书做官，就成为读书人的崇高愿望和奋斗目标。孔子精通诗书礼乐，周游列国四方，就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以实现其“仁政”主张，结果未被诸侯聘用，只好作《幽兰操》以自叹自伤。苏秦苦学，终佩六国相印，家人先倨后卑，合纵名扬后世。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胸怀“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就写过求官信《与韩荆州书》，迫切希望韩能推荐他、提拔他。诗圣杜甫也求官心切，接连写了“三大礼赋”给唐玄宗，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恳求皇帝赐他一个官职。北宋汪洙在其《神童诗》中，更是极力宣扬学优则仕、读书当官的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为了当官、要做官必须读书的道理，至此已是深入城乡、人人皆知的了。汪洙本是平民，就是读了书，考中了进士，官至观文殿大学士的。
可见不肯做官与锐意仕进，比翼双飞，优劣实在难分。只有视其为何做官以及怎样做官，才能辨其高下，谁是谁非。唯有为民请命、为民造福的循吏、功臣、清官如包拯、岳飞、海瑞等先贤，受人尊敬，名垂千古；而那些仗势欺人、残害黎民的酷吏、奸臣、贪官如严嵩、秦桧、和珅等之流，遭人唾骂，遗臭万年。官者，旧称担任国家或政府职务的人员。奉劝当官者，务必廉明自律、勤政亲民啊！
赏心悦目走廊花，辛勤载种雅趣浓

沈慧芬

每次有通知到老干部处参加活动，不管是学习还是“沙龙”，最后总要趁倒茶水之机，欣赏欣赏走廊里的花花草草。那五彩缤纷的颜色总使我不禁赞叹：“这些花草怎么一年四季都不凋谢，总是这么欣欣向荣呢？”于是，我不由得向种花人请教起来。承他不厌其烦，一一告知：“这是太阳花，这是虎皮兰，这是马蹄莲，这是龟背竹，这是紫罗兰，”居然还有“滴水观音”。他这么一讲，倒引起了我刨根问底的兴趣：“这些花草怎么总是这样不凋不谢的呢？”于是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种花人的辛勤呵护，走廊里朝向好，阳光又充足，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它们当然就欣欣向荣了。

于是，我对这些花草的名称又产生了兴趣，想要略知一二。原来，花草的名称都是有出处的，其中大多有一段故事，便形成了一种花的文化。据说屈原的《离骚》里就提到了花草对人的感情的影响；至于林和靖的鹤子梅妻，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才女李清照的名句“人比黄花瘦”说明了花卉把她对世事的感受溶化到了她的诗词创作里。

这样，这条并不起眼的走廊就不再是一条索然无味的过道。怪不得我们长廊的其它地方也放了各种各样的盆景来美化它了。

悲壮之歌
赵兴华

悲剧，有的是无法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而由于人自身酿成的悲剧，更是悲中之悲了！
我国某山区长途汽车客运公司，有一客车司机是一位年轻女性，谁知一次出车时，客车开到中途竟然有两名歹徒在客车上当众强奸了女司机！全车数十名“乘客”，都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任凭女司机呼救，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有一位十几岁的孩子站出来制止歹徒！然而十几岁的孩子如何是歹徒的对手，反而被歹徒打了！

客车行至中途站点，大家下车上厕所，两名歹徒到女厕所内再次强奸了女司机！

客车继续开行时，女司机不准那孩子上车，孩子自然不肯，孩子不下车，女司机则不开车，车上的“乘客”将孩子赶下去，客车才继续开行。
客车开行不久，即到了盘山路段，这一段路一边是高山，另一边则是悬崖，此时女司机加大马力将客车冲下万丈深渊……
女司机不惜自己年青的生命，也要惩罚歹徒及“乘客”！悲哉！壮哉！
那个孩子，一句正义之言，救了自己的命！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家之言，也是人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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